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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后”新中产的向上流动之路

李    欣    王曦影
(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

          [ 摘    要]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的迅猛推进，我国中产阶层人群规模不断扩大，“80

 后”将逐步成为新中产阶层的主力军，他们不仅具有向上流动机会受阻的整体特征，特殊的社会

 环境也使该群体内部出现了向上流动处境多元分割及发展策略多元化的特点。

                [关键词] 新中产阶层；80 后；向上流动；社会分层

                   [中图分类号 ] G77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6-1789（2015）03-0026-08

一、引言

2004 年，一篇名为《我奋斗了 18 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1] 的帖子，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该篇文章描述了一位农村青年，通过 18 年的艰辛努力，鲤鱼跃龙门，考上名牌大学，取得了与城市青年

一样的职业地位，踏上了中产之路，最终能够与他们坐在一起喝咖啡。时隔 3 年，一位出身于小城镇的清

华大学硕士生发表了一篇与之呼应的帖子——《我奋斗了 18 年，不是为了和你一起喝咖啡》[2]，表明由于

缺乏户籍保障、制度保障、面临高昂的房价、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即使自己通过 18 年的努力与城市青

年或是富二代、官二代们坐在一起喝上了咖啡，日后的生活差距以及为弥补差距所付出的努力还是非常巨

大的，这种差距的弥补也不仅仅像坐在一起喝咖啡那么容易能做到。这两篇帖子的主人公都是“80 后”，

这个在网络空间和现实世界被贴上 “高富帅”、“屌丝”、“房奴”、“蚁族”等各种标签的群体，而他们

讲述的故事就成为了聚焦“80 后”新中产的向上流动之路的最佳索引。

“80 后”逐步成为新中产阶层的主力军，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由于经济体制、社会结构、

家庭背景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在新中产之路上，处于不同的起点，面临着不同的选择。他们有的生来就在

新中产的康庄大道上，有的正在向新中产之路蜿蜒前进；有的面临着层层障碍，有的则平步青云，前景一

片光明。对他们而言，房奴还是啃老，漂泊还是回流，拼爹还是考证，这些选择看似个体的积极策略，也

可能是现实境况下的无奈之举。这一代人的选择与价值态度将极大地影响着新中产阶层的发展走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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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流价值观。

二、文献综述

虽然人们对新中产阶层的定义、数量和构成等问题还有争论，但我国研究者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中

国的中产阶层现状、规模的调查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其中也包括对新中产阶层的研究。刘欣认为，中产阶

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的产物，指的是位于社会基本阶层之

间的阶层。[3] 东亚中产阶级比较研究项目 (EAMC Project) 以职业为基本分类标准，将新中产阶级、老中产

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归为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是由小雇主、小业主和自雇人员 ( 在中国主要是指个体工

商户和个体经营者 ) 组成。边缘中产阶级是指较低层次的白领工作人员 ( 如普通办公人员和企业业务人员

等 )。新中产阶级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经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组成，这一群体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核

心。EAMC 的分类模式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与地区的中产阶层比较研究中被广泛采纳。[4]

在中国，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职业结构“趋高级化”，一个以知识、技术资本为主要标志的

白领人群正悄然步入中国社会，成为“新中产阶层”。[5] 他们分布于竞争性较强、市场回报较高、具有一

定社会影响力的一些不同职业群体，在职业收入、权力、声望、教育等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处于大致等同于

社会中等水平的地位状态。[6] 该群体年龄比较年轻，具有较高学历，具有新兴知识，大多就职于金融、信

息、证券、高新技术等领域。[7] 据调查研究显示，从 1982—2006 年，新中产阶层增长约 10 个百分点， 2006

年， 新中产阶层占 16—60 岁城市人口的比例达到 18.8%[8]。

关于新中产阶层内部结构特征，张宛丽认为，新中产阶层并未组成一个紧凑单纯的阶层，而是一个

具有一定异质性的地位集合体。在中国社会现阶段，多种社会发展阶段及其制度结构要素同时并存的背景

下，新中产阶层内部存在多重分割的特征。[9] 首先，新中产阶层被不同所有制经济关系及其单位类型所分

割，在资源占有及机会结构上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国有经济类型单位具有再分配权力的优势；新兴的私

营经济类型（私企）以改革开放释放的“自由流动空间”与“自由流动资源”[10] 为条件，挣得原始积累的

资本利润，获得较高收入。其次，新中产阶层即使为同一职业群体，也因其所处的城市发展水平与区域差

异，而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观念意识等方面形成较大的差距。再次，新中产阶层在价值观及社会行为

规范方面呈现出三种社会属性：官本位社会理念及价值观；熟人社会理念及价值观；市场文化理念及价值

观。最后，中国的新中产阶层以代际更替的方式（即崛起的年轻一代替代了中老年一代），占据了中等阶

层的地位，完成了传统中产阶层阶梯的代际地位更替。[11] 另外，由于时代效应，新老中产阶层在历史感、

使命感及价值观念上具有鲜明的社会分野。

向上流动是个体由一个阶层渗透到另一个阶层，实现阶层地位的变化。影响人们获得社会地位的条件

包括先赋条件（籍贯、家庭出身、性别、年龄等）和后赋条件（技术、知识、个人成就、工作经历）等。[12]

众多研究证明，教育、个人品质与努力、家庭、关系或其他途径（运气）是实现职业地位提升、进行向上

流动的主要途径。[13] 孙立平认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当代中国社会分化愈演愈烈，社会资源

出现了“权力垄断”及“精英联盟”的新的不平等趋势。[14] 新中产阶层的发育受到“权利排斥”制约，向

上流动趋缓，向下流动增速，因此青年人在所处工作环境中，徘徊于较低职位或边缘地位。[15]

二代中产阶层比一代中产阶层向上流动的处境更加困难。针对年轻一代的新中产阶层，苏耀昌提出了

“被宠坏的第二代”命题，他认为，截至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第一代中产阶层成员有一半以上是在工人

阶级和农民阶级家庭中长大，历尽艰难、学习刻苦、勤勉工作、志向远大；到 20 世纪 90 年代，第一代中

产阶层的子女开始成长起来，他们在更加舒适的环境中长大，但失去了其父辈向上流动的动力。[16] 教育是

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阶梯”，但随着大学的扩招，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可以上大学，大

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在就业中的相对优势减弱。李强指出，近年来大学生、研究生毕业人数的激增，这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中产阶层内部的激烈竞争。[17] 由于公司改制、政府重组、灵活的雇佣方式等大大地侵

蚀了有力的市场优势、对知识和专长的垄断、文凭主义等，80 后青年面临着比第一代困难得多的职业环

境，稳定、安全、有地位、高收入的工作也不再如囊中取物。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新中产阶层正在处于不断增长的阶段，面临着向上流动受阻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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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新中产阶层内部存着资源、机会、生活质量、价值观的差异。但是，现

有研究多从宏观阶层结构的视角来分析新中产阶层的规模、构成与特征，缺乏对新中产阶层个体成员与社

会结构的互动研究。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采取质性研究方法，获取了北京“80 后”新中产阶层向上流动的状况以及该群体有关向上流

动的意识与策略选择等主观层面的资料。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本研究根据职业地位分类方法，参照国家

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划分，从中选取了会计 / 金融、律师、科研、媒体 / 公关、工程 / 建筑等行业的专业

人士作为新中产阶层研究对象，覆盖了工科、文科、理科不同的学科背景。运用目的性抽样方法，在北京

选取了“80 后”年轻专业人士 44 名，其中，男性 26 人，女性 18 人，平均年龄 28 岁，平均工作年限 4.5

年。研究中，通过焦点小组访谈的方法，以职业为划分标准，进行了 5 场讨论，每场小组人数为 6-11 人；

此外，对 6 名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的半结构访谈。所有的研究资料均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

策学院与香港三十会合作开展的一项关于京港年轻专业人士工作生活状况的比较研究。

四、结果与分析

（一）现代化进程中“80 后”新中产阶层职业地位的差异性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劳动分工体系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教育系

统成为重要的职业分配机制，整个社会的职业出现结构性向上流动趋势。尽管新中产阶层所从事的职业都

是以知识、技术资本为主要标志的专业工作，但是由于市场机会的非理性（如投机、市场寡头垄断）、市

场结构与运作规范的不完善，以及行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等因素，导致了新中产阶层的向上流动存在很大的

差异性。一定的异质性构成决定了该群体在地位评价上的不一致性，即某一职业群体不可能同时在经济地

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社会声望方面获得一致性的评价。

1. 处于不同行业的新中产阶层的经济地位存在很大差异

这种差异突出体现在新型的金融、IT、工程行业与传统的科研、媒体行业之间。新兴行业的工资水平

体现出高起点，高增长的趋势；而传统行业则体现出低起点、增长缓慢的趋势。从受访者信息可以发现，

从事金融、财务、建筑、软件工作的“80 后”专业人士，多就职于私营和外资企业，平均月工资可到 10000

—15000 万左右，从事科研、媒体行业的专业人士，多就职于国有事业单位，平均月工资为 5000 元左右。

2. 处于不同行业的新中产阶层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声望不同

从事于媒体、科研行业的“80 后”表示，虽然收入水平不是很高，但在职业中收获了很多个人成就感

与社会影响力。对此，有年轻女编辑这样表示：“做媒体的人有两份收入，一份是自己工资卡上的工资，

然后第二份是参与历史、改变社会的这种成就感，如果说一个媒体人没有这个第二份工资的话，很少有人

就因为第一份工资而呆在这个行业。我感觉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想挣大钱，就不要来干新闻、来干媒

体。”

布迪厄认为，在阶层划分中，除了经济资本以外，作为一种职业要求的学历、社会评价以及某职业特

有生活方式和品位等文化资本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经济资本有着相同的分量。[18] 媒体、科研行业

与其他行业相比，其从业人员拥有更高的社会声誉与文化地位，这对于经济收入的相对较少产生了一定的

补偿效果。

3. 不同时期进入同一行业的新中产阶层职业地位存在不同

在一些快速发展与变动的新兴行业（如 IT、传媒），这种行业发展潜力与发展空间不同所导致的向

上流动机会差异更为明显。对此，一位男工程师这样说道：“我是做通信的，2000 年到 2002 年是黄金时

期，那时候收入在北京绝对是非常高的。现在随着华为的崛起，已经是白菜价了，竞争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像我们这个行业这种公司，在里面待个四五年，就属于老员工了。”另一位从事传统媒体行业的专业人士

BJM7 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自己已经错过了传统媒体发展的黄金期，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他

所从事的职业在行业中的地位呈下降趋势，福利待遇也不如以往。在律师行业中，新中产阶层也出现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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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地位差异化的情况。例如，一位出生于 1987 年的男性律师助理认为：“对于我们小律师来说，就是没

有案子”；另一名出生于 1981 年、已有 7 年工作经历的女律师则表示“我们是接了案子，没法做，人手

不够”。早几年进入律师行列的人，工资待遇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并且有很多发展空间。随着行业空间

的压缩，后期进入者的职业地位与工资水平大不如前。

以往研究发现，在新中产阶层内部可以分为两个群体：公有部门的新中产阶层与非公有部门的新中产

阶层。就业于党政机关、国有经济类型单位的新中产阶层，具有再分配权力的优势。受雇于私营和外资企

业的新中产阶层，他们的经济收入常常比公有部门的新中产阶层高得多，在消费市场是一个有实力的消费

群体，但他们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较弱。[19] 通过对新中产阶层职业地位的分析后发现，新中产阶层内部的

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公有制、私有制等单位体制类型的差异，行业的市场化水平、职业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地

位，以及行业发展水平与发展空间都会造成“80 后”阶层地位的差异性。同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

进，市场结构的不断调整，这种差异性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

（二）经济体制转轨中“80 后”新中产阶层受益程度不同

中国的“80 后”新中产阶层，是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成长起来的一代。经济体制向市场化转轨，使得

他们可以凭借市场交换关系而分享社会经济资源，实现向上流动。但是，正如前文所述，从 20 世纪 90 年

代中后期开始，当代中国社会分化愈演愈烈，社会资源出现了“权力垄断”及“精英联盟”的新的不平等

趋势。处于发育期的新中产阶层正集体面临精英联盟和上一代中产阶层权力排斥的处境，遭遇着向上流动

的困境。本文发现，“80 后”新中产阶层不仅面临上一代新中产阶层的权力排斥，由于经济体制转轨中的

受益程度不同，这种权力排斥还存在于其内部。

1. 处于不同权力位置的新中产阶层

“80 后”新中产阶层内部的不同成员，因为接近权力的条件与能力不同，处于权力排斥的不同位置，

导致阶层地位产生分化，这种分化也正是经济体制转轨中新中产阶层受益程度不同的表现。根据一名女性

律师的介绍，与在法律行业拥有丰富资源的丈夫结婚，带给了她丰富的行业资源，她同时指出：“律师其

实是很特殊的职业。想要在这个行业取得成功，必须有几个条件，首先是家庭背景，如果家庭背景涉及面

不广，光杆司令是不可能做律师的。现在的律师行业，其实是一九法则，就是百分之十的律师控制着全北

京，乃至是全国的百分之九十的业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年轻人既没有背景，又没有阅历，是没有办法

去竞争的。” 

从以上的访谈资料可以看出，有一部分“80 后”会通过特殊途径获得权力，成为既得利益者后，会在
一定程度上排挤没有权力的“80 后”。同时，这种权力排斥能够带来复利效应，即越拥有权力的人，越能
够获得占有更多的资源。处于权力排斥的不同位置，造成了个体社会流动处境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会导
致有些“80 后”新中产阶层个体，因就业和发展机会不公、前景不明或难以理性预期，不能在向上流动中
凭自己文化、专业技术等资本进入高报酬、高福利、好环境的就业岗位。就社会结构而论，这种以权力优
势建构出的排斥关系，扰乱了一个靠努力、公平、有序竞争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的阶层示范效应。

2. 处于不同户籍体制中的新中产阶层

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原有的“再分配”机制中的户籍制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下来，仍然是影
响社会分层的制度性要素。北京的户口政策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以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产
物，也对新中产阶层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一名从事法务工作的女士这样说道：“生活上最大的
困扰就是，我和老公本来正是生育的年纪。但是我是外地户口，他是北京集体户口，我们现在生孩子是不
能有北京户口的。要让我们的孩子有北京户口呢，就必须在北京买房。可是房子又那么贵！生育权是人的
基本权利，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政策就是这样。” 户籍制在很大程度上，使新中产阶层的向上流
动处境产生了差异化。非京籍新中产阶层在职业发展、获得生活的基本权利中受到户籍限制，在向上流动
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大的阻碍，制度的设定本身给京籍和非京籍的中产阶层带来了先赋的不平等和界限，而
非京籍中产阶层如若希望跨越这一阻碍需要付出额外的艰辛和努力。

3. 住房压力下的新中产阶层

房子问题是北京“80 后”新中产阶层面临的又一问题。拥有舒适宽敞的住房是中产阶层重要的身份标
志，然而 2006 年以来，北京商品房价格出现了快速上涨 [20]，这无疑对新中产阶层的向上流动产生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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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阻碍。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性，买房的时机（房价上涨前、上涨后），也造成新中产阶层进行资产积

累的程度出现了很大不同。有学者开始关注住房分配制度，发现在市场体制下，住房对生活机会的重要性

越来越高 [21]。同时，在中国能否购买特定小区的住房，不仅由收入—市场原理决定，还取决于克服行政障

碍、社会文化区划等能力 [22]。“80 后”不仅面临着房价飞速上涨的压力，户籍制度的限制也是买房的一大

阻碍。对此，一名女记者作如下表述：“在涨之前我也考虑过要买，现在真的是，买不起了，因为我已经

错过了最佳买房时机了，我就彻底死了这颗心了。另一个是我也没有北京户口，据说得等 5 年需要连续纳

税（后才能买）①，我之前有断开的，所以就得重新开始。” 

本文发现，家庭出身这一先赋条件在是否买房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间接影响着新中产阶层的向上

流动。对此，一位男性会计师对我们说道：“我是两年前来北京的，我妈就说你不要到处乱跑了，直接在

北京把房子买了吧。首付是我妈给的，自己还房贷。现在房贷每个月 4000 多，工资除了还房贷还可以经常

出去玩儿，问题不大。不用给父母钱，我妈挣得比我还多。”这名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男会计师表示，

已经在父母的帮助下顺利买房，并能够在买房之余进行其他休闲消费；家庭不能为其提供经济支持的一名

受访者则表示，凭借自己的能力买不起房子，如果买房也会对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消费产生影响。可以说，

通过买房，实现了上代中产阶层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向下代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这种传递加

速了某一部分新中产阶层的向上流动。 买不买房成为“80 后”生活中的一个象征性事件，而个体职业地

位差异与家庭背景、市场环境、住房体制都聚焦在这一转折点上相互作用，造成了“80 后”新中产阶层内

部的进一步分化，他们的生活机会、经济地位有着重大差别，向上流动的速度与方向也各有不同。

（三）“80 后”新中产阶层向上流动的多元化策略

相似职业、教育背景的“80 后”新中产阶层，在现代化进程以及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其内部的向

上流动处境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性。布迪厄认为，新中产阶层是一个以高生活标准和一致的道德价值观为特

征的巨大集合体，他们有着高度个人主义的生活观念，强调个人成功和竞争的重要性，该阶层被认为能够

增加处于快速深刻改革中的国家的社会稳定性。[23]

1．职业的乐趣

能力才是关键。虽然有部分新中产阶层在向上流动中会面临权力排斥的困境，但访谈中有很多受访

者都表示，会通过学习、个人努力、经营人脉关系等方式，以提高自身的后赋条件谋求职业发展，提升职

业地位，获得社会认可。一位从事法律顾问工作的男青年曾这样告诉我们：“我想说的是，对于新律师来

说，能力才是关键的，能力才是你真正的根基。即便现在一时没有人脉，但慢慢积累起来也是会有的。”

随着经济和工业发展的深化，社会对法律、金融、会计、技术和信息系统等领域的专业人员需求持续增

长。有学者已经看到，随着专业领域的深化，这些专业人士与其他从事常规性的非体力工作的人的分离可

能越来越明显，他们拥有专业的凭证 [24]。可以看出，在本行业内的升迁与跳槽是新中产阶层职业发展的主

要途径，跨行业的跳槽则比较少见。

跨一步，就成功？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相对快速发展与变迁行业的“80 后”新中产阶层，职业地位具

有不稳定性。但是，现代化进程同样也为他们提供了创业的机遇，越来越多的新中产阶层开始突破传统的

职业发展路径，通过创业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创建自己的事业。访谈中有一些从事于 IT、设计、财务等新

兴行业的成员表示了自主创业的想法：“我在中关村嘛，有一句老话叫作‘人挪活，树挪死’。先看现在

的发展，有机会就换一换。在中关村，很多人就是一个传奇，几天就变成了一个亿万富翁。”“我有一些

朋友在创业，确实算是小有成功吧，确实也是通过技术实现转变。创业是把个人的资源、钱的资源、人的

① 2011 年 2 月 15 日发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本市房地产市场

调控工作的通知》规定：自本通知发布次日起，对已拥有 1 套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 ( 含驻京部队现役军人和现役

武警家庭、持有有效《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家庭，下同 )、持有本市有效暂住证在本市没拥有住房且连续 5 年 ( 含 )

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 1 套住房 ( 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 )；对已

拥有 2 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拥有 1 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本市有效暂住证和

连续 5 年 ( 含 ) 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本市向其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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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物的资源、人脉的资源整合起来。我比较羡慕他们，做得比较成功，提升了一个层次。以前我就是

天天写程序，但现在我要酝酿（创业）。工作确实不成问题，你到哪里工作都一样，哪个老板都会给钱，

但做事业感觉不一样。” 一般而言，随着精英阶层的分化以及进入精英阶层渠道的增加，开始引发中国社

会关系的根本改变和社会结构的重组，人们的市场取向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企业家作为其社会

成就的指示器 [25]。值得注意的是，创业需要庞大的启动资金并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某网友在帖子中表达道

“创业于你（富二代），是可进可退可攻可守的棋，启动资金有三姑六婆帮忙筹集，就算铩羽而归，父母

那三室一厅、温暖的灶台也永不落空。失败于我（贫二代），意味着覆水难收一败涂地” [26]，家庭条件不

太好的“80 后”创业成功的概率不高。据调查显示，94% 的大学生创业者的年龄在 26-30 周岁之间，在创

业前有相关行业工作经验的占 65%，创业成功率约为 4%。[27] 创业这种行为到底是“80 后”新中产阶层实

现向上流动的积极选择，还是因为职业发展路径堵塞或缺乏职业安全感的无奈之举，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2．寻找生活的多种可能

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地位的移动，向上流动主要关

注人们职业地位的提升。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活动领域日益壮大，所属群体日益增多，社会成员

的个性日趋丰富和多样化，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具有多重性的。[28] 个人所占据的多重社会地位结构，包括

收入、职业、教育程度、权力，此外像家庭背景、居住区位等都可以作为分层的标准。在以知识化、信息

化和大众消费为基本特征的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新中产阶层的身份与地位通过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生

活方式、阶级品味及其消费模式等多元化的标准得以体现。无论是通过消费、休闲，还是参与社会公益事

业，“80 后”新中产阶层都在积极地提高职业地位以外的社会地位，以实现自身的向上流动，并通过对家

庭生活、内心的追求，寻找生活的多种可能性。

追求体面住宅、休闲消费。新中产阶层中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他们的消费选择和生活方式受到西方

中产阶层文化、生活消费方式的影响。他们希望自己穿戴得体的服饰，住在与自己职业身份相称的住宅小

区，过体面的生活等。[29] 有房、有车常常是他们有“产”的重要标志。一名男金融师曾做如下表述：“如

果要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成功的话，我想给大家描述这样一个情景，就是我能够收到秘书的电话，说‘钱已汇

到您的账户，几百万’。我淡淡地以嗯一下作为回答，然后挂掉电话，走进厨房，与妻子一起做午餐。透

过厨房的一扇窗户，看到草坪上，父母与孩子在嬉戏。”在现代社会，随着职业之外的生活时间的增加，

包括消费、休闲在内的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以及差异性成为区分人们社会性差异的重要标准。一名男律师这

样告诉我们：“我们基本每年都会去一个地方玩。订的酒店，玩的路径全都是自己安排好，开车玩。去泰

国也好，去澳大利亚也好⋯⋯我们去了好多地方，都见不到黑头发的人，全都是老外，各国的外国人，我

觉得这是生活的本质。”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层》中指出，当工作成了声望的一种不稳定的基

础甚至是消极因素时，闲暇和体面对地位来说就变得至关重要了。[31]“80 后”新中产阶层更加注重在旅

游、消费、休闲中获取社会地位。

注重家庭生活。帕尔指出，踏入 21 世纪之时的另一种（或多种）人生观——至少不再是唯社会地位与
流动为成就标准的人生观——将会抬头，一般人将更加重视自我身份、生活风格与（工作及工作以外的）
平衡。[32] 过去以就业、职业生涯及社会流动作为核心活动和主要关怀的一种中产生活已发生了变化。从对
“80 后”新中产阶层的访谈中，的确可以发现原有的社会流动价值观正在改变，他们在向上流动的过程
中，不再仅仅只追求经济地位、职业地位，还越来越重视家庭、社交生活、社会参与对自己的重要性。两
名分别从事科研和大学教师工作的女青年这样说道：“就我自己来说吧，能够混到一个科级，然后慢慢实
现自己的学术理想，我觉得就成功了。然后，因为在这个小圈子里，我不用承担太大的责任，然后还可以
照顾家庭，享受该享受的天伦之乐。” “回国后，发现我周边全是工作狂，或者大家都认同工作是彰显身
份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有些人是自愿，有些人是被迫，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有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到底
要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工作应该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说的生活不仅仅是家庭生活，还有社交生活，社
会参与这些方面。” 周文霞和孙健敏的研究通过使用开放系统的方法研究工作家庭关系，发现工作和家庭
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个人的感情充溢在两个系统之间，尽管工作和家庭之间存在身体上的暂时分离，
但人们依然会将在工作中建立的情感、态度、行为、技能等带进家庭领域，反之亦然。[33]“80 后”新中产
阶层通过对家庭生活的重视，努力实现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也体现了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采取的积极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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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参与公益。除了休闲、消费以及家庭生活外，有一部分新中产阶层已经开始积极地介入社会公益事业

及社会精神重建的“民生政治”中。例如，以为男青年研究人员说：“我觉得对我来说，作为一个科研人

员，一方面就是在学术上要有一些话语权，然后，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和社会工作联系起来，做一些对社区

有益的事情。”另一名大学男教师则直言：“接下来 5 年 , 我可能会更广泛地参加公益性的 NGO 活动 , 有

意识地做这些事情，这是我以前都没有想过的。”新中产阶层在面对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时，会以柔性运

作的方式，曲折、迂回地表达利益诉求和社会价值，通过借助自身的社会文化资本优势以及社会底层的草

根力量，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实现多重社会地位与社会影响力。

追求内心的安宁和满足。有许多受访者会通过强调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来降低自身对向上流动的诉求。

一位男金融师说道：“我经常对自己说的境由心生。其实压力就是自己给自己套的枷锁⋯⋯可能我的最终

出发点是不要为名利追逐什么东西，不要想太多其他的这种东西，然后自己可以活得舒服点。” 吕大乐在

研究金融危机后的中产阶层时也发现，中产阶层职业生涯变得不稳定的时候，以物质基础的价值观必然有

所动摇，他们会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不只是感到身边的社会环境在变，而且也开始觉察到在这个大环境

的转变过程中，旧有的社会价值也变得不实在。[34] 因此，我们也需要社会关注新中产阶层价值观转变的动

因是积极还是消极的。

四、结论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与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背景下，“80 后”新中产阶层还处于非常

脆弱的成长阶段，他们与以往中产阶层研究结果一样，具有多元分割的特点，既存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单

位类型的分割，也存在上代与下代的代际分割，还面临着向上流动的困境。由于时代发展的特殊性，“80

后”新中产阶层的差异并不局限于以上特征，其自身还具有独特的异质性：行业的市场化水平、行业发展

水平与发展空间导致了其职业地位的差异；权力排斥、户籍制度、住房压力、家庭背景的不同也使他们向

上流动的处境出现了分化。

在向上流动策略的选择上，“80 后”新中产阶层会通过个人努力、学习、人脉等策略实现职业地位的

提升；同时，一些人会通过自我创业，突破传统职业发展路径，谋求事业的发展；还有人会通过扩大职业

地位以外的社会地位以实现向上流动；另外，随着价值观的转变，该群体正逐渐改变唯社会地位与流动为

成就标准的人生观，追求个人生活、家庭与工作等各方面的和谐发展。可以看出。“80 后”新中产阶层向

上流动的策略具有多样性。

此外，多元分化的处境与选择能够使“80 后”群体内部产生不断发展的动力，形成良性竞争，推动

“80 后”新中产阶层位置的共同提升。但是，权力分配结构、户籍、住房等制度正使一部分人陷入不公平

的恶性竞争中，随时面临着向下流动的风险，要么坠入社会下层，失去“精英”地位——经市场竞争、平

等交换而取得社会成就——的社会示范意义。新中产阶层对创业、休闲、消费、追求内心的安宁与舒适的

选择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是由于向上流动路径的堵塞，人们无法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采取的无奈之

举，就需要社会提高警惕了。合理流动能有效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开拓进取的精神，给社会系统注入活力，

从而推动高水平的社会良性运行。中产阶层的扩大是中国未来社会稳定的基石，“80 后”新中产阶层的良

性发展，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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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ways of Upward Mobility among the Post-80s New Middle Class
Li Xin  Wang Xiyi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and urbanization,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has expanded steadily, 

and the post-80s generation gradually becomes the main force of new middle class. Adopting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fast changing Chinese socie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athways of upward social mobility, and 
especial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ir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subjective strategi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ost-
80s generation is facing the barriers and obstacles of upward social mobility in general; however, they are differentiated 
into multiple sub-groups with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of upward mobility and therefore developing multiple coping 
strategies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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